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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驱动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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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四川盆地农业水足迹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了 2001—2021 年四川盆地主要农作

物蓝水、绿水、灰水和白水足迹时空演变特征。 利用 LMDI 模型从技术、环境和社会维度识别了作

物水足迹变化的驱动因素,并从全局与局部视角探讨了不同驱动因素的差异性。 结果表明:2001—
2021 年四川盆地作物水足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各市作物水足迹在空间上表现为北高南低

的分布特征;从全局看,不同驱动因素对作物水足迹变化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经济效应、人
口变化效应、技术效应、水足迹强度效应、节水效应、生产效应,经济效应和人口变化效应是最强的

促进和抑制因素,贡献值分别为 82. 90 亿 m3 和-51. 55 亿 m3;从局部看,技术效应与人口变化效应

在空间上存在错位现象,生产效应、节水效应和水足迹强度效应在空间上表现为双向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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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water
 

footprint
 

in
 

the
 

Sichuan
 

Basin,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lue
 

water,
 

green
 

water,
 

grey
 

water,
 

and
 

white
 

water
 

footprint
 

of
 

major
 

crops
 

in
 

the
 

Sichuan
 

Basin
 

from
 

2001
 

to
 

2021
 

were
 

analyzed.
 

The
 

LMDI
 

model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driving
 

factors
 

of
 

crop
 

water
 

footprint
 

change
 

from
 

the
 

technical,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and
 

the
 

differences
 

of
 

each
 

driving
 

factor
 

were
 

discussed
 

from
 

the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rop
 

water
 

footprint
 

in
 

Sichuan
 

Basin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from
 

2001
 

to
 

202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rop
 

water
 

footprint
 

in
 

each
 

city
 

were
 

high
 

in
 

the
 

north
 

and
 

low
 

in
 

the
 

south.
 

From
 

the
 

global
 

perspectiv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driving
 

factors
 

on
 

changes
 

in
 

crop
 

water
 

footprint
 

varies
 

from
 

large
 

to
 

small
 

as
 

follows:
 

economic
 

effect,
 

population
 

change
 

effect,
 

technological
 

effect,
 

water
 

footprint
 

intensity
 

effect,
 

water-saving
 

effect,
 

and
 

production
 

effect.
 

The
 

economic
 

effect
 

and
 

population
 

change
 

effect
 

were
 

the
 

strongest
 

promoting
 

and
 

inhibiting
 

factors,
 

and
 

the
 

contribution
 

values
 

were
 

82. 90×108
 

m3
 

and
 

-51. 55×108
 

m3 ,
 

respectively.
 

From
 

the
 

local
 

perspective,
 

there
 

was
 

a
 

dislocation
 

between
 

the
 

technical
 

effect
 

and
 

the
 

population
 

change
 

effect
 

in
 

space,
 

and
 

the
 

production
 

effect,
 

water
 

saving
 

effect
 

and
 

water
 

footprint
 

intensity
 

effect
 

show
 

a
 

two-way
 

driving
 

effect
 

i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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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n

　 　 水资源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对保障

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和区域粮食安全意义重大[1-2] 。
四川盆地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农业用

水量占四川省总用水量的 65. 5%,但灌溉效率低,
季节性和区域性缺水严重,导致农业用水压力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行各业对水资源的竞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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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农业水资源短缺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瓶

颈[3-4] 。 因此,科学评估作物用水量,探究其驱动因

素,对厘清作物用水规律,缓解区域农业用水压力,
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002 年,Hoekstra 等[5] 首次提出水足迹的概念

以来,水足迹已广泛应用于农业、工业和家庭消费的

水资源评估。 在农业领域,水足迹不仅涵盖了传统

的蓝水(灌溉水)和绿水(降水)指标,还扩展至灰水

(污水稀释需求)。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作物水足

迹进行了评估,包括对某一地区单一作物水足迹进

行量化[6] 、作物间水足迹时空差异比较[7-8] 、在不同

空间尺度上研究作物水足迹时空差异特征[9-10] 等。
也有学者从灰水足迹视角探究农业面源污染问题,
例如:姜旭海等[11]运用灰水足迹理论分析了陕西省

作物的水资源消耗,制定了农业非点源污染的控制

策略;王圣云等[12]将灰水足迹指标纳入农业生态效

率指标体系,运用 SBM(slack-based
 

measure)模型和

Tobit 面板模型对 1990—2016 年中国农业生态效率

空间演化及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多数学者对作

物水足迹的评估仅考虑作物生产对水资源量的利

用,忽略了作物生长灌溉过程中损失的水资源量以

及农业面源污染的耗水量,导致测算的作物水足迹

偏低。 Ababaei 等[13] 提出了白水足迹的概念,用于

评估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因灌溉导致的水资源损失

量。 随着白水足迹的引入,Cao 等[14] 建立了一种既

考虑水资源运动过程,又反映农业生产过程中环境

影响的混合分析框架,用于测算农业用水效率。 这

不仅丰富了水资源管理和评估的框架,更强调了在

农业灌溉领域内提高用水效率和减少水资源损失的

重要性。 在水足迹驱动因素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

主要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 (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LMDI ) 模 型[15] 、 IPAT ( impact
 

of
 

population,
 

affluence,
 

and
 

technology ) 模 型[16] 和

STIRPAT ( 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
 

affluence,
 

and
 

technology)模型[17] ,这些

模型揭示了作物水足迹差异的复杂性,并指出了地

区间的显著差异主要由经济增长、农业技术进步和

区域水政策所驱动。 例如:Zhao 等[18] 通过 LMDI 模

型对中国农业水足迹进行分析,发现经济增长是推

动中国农业水足迹增长的主导因素;奚旭等[19] 通过

LMDI 模型探究了 1997—2011 年 3 种因素对中国水

足迹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富裕程度和人口变化对

水足迹具有促进作用,技术效应具有双向驱动。 然

而,现有研究在分析驱动因素时往往倾向于将研究

区视为单一整体,忽视了不同区域在多维度上可能

存在的差异。 例如:马凤才等[20] 、韩宇平等[21] 和贾

浩等[22]分别对黑龙江省、山西省和沧州市农业水足

迹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同一国家内不

同地区的农业水足迹受到的驱动因素大不相同。 因

此,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和管理水资源需从多维度、多
层次进行驱动因素识别。

鉴于此,本文基于水足迹理论,考虑作物生长灌

溉过程中损失的水资源量与农业面源污染的耗水

量,量化四川盆地 2001—2021 年主要农作物用水

量,探究作物用水规律,利用 LMDI 模型从技术、环
境和社会维度构建技术效应、生产效应、节水效应、
水足迹强度效应、经济效应和人口变化效应来探究水

足迹变化的驱动因素,并在全局与局部视角下分析各

驱动因素的差异特征,以期为四川盆地农业水资源有

效利用及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图 1　 研究区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of
 

Study
 

area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 1　 研究区概况

四川盆地位于我国西南部(27°38′N
 

~ 32°54′N、
102°48′E

 

~ 109°16′E),由青藏高原、大巴山、华蓥山

和云贵高原环绕而成,大部分位于四川省内,小部分

位于重庆市内,考虑尺度效应和数据统计口径等因

素,本文选取四川省境内的盆地为研究区(图 1)。
研究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年均气温 14. 9 ~
18. 6℃ ,年均降水量约 1 200 mm,年日照时数 900 ~
1 300 h,无霜期约 280 ~ 350 天[23] 。 盆地内紫色土分

布广泛,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粮食

基地。 根据 2022 年《四川省水资源公报》,研究区

农业用水量超过四川省总用水量的 65. 5%,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由于气候和地形的原因,使得盆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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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季节性、区域性缺水严重,导
致农业用水开发难度大,利用效率低。
1. 2　 数据来源

选取 2001—2021 年四川盆地 16 个市的水稻、
小麦和玉米的产量、播种面积、农业产值和化肥施用

量数据进行研究,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和《四

川省统计公报》。 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

平台( http: / / data. cma. cn),包括四川盆地 17 个基

本气象站的日降水量、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平
均风速、相对湿度和日照时数。

2　 研究方法

2. 1　 作物水足迹测度

作物水足迹是指某一作物在整个生长过程中所

消耗的水资源,主要由蓝水足迹、绿水足迹、灰水足

迹和白水足迹组成。 蓝水足迹指作物在生长过程中

所消耗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灌溉用水);绿水足迹指

作物在生长过程中消耗的有效降水量(自然降雨);
灰水足迹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将投入的化肥和农药

等化学用品及其他面源污染物稀释同化到自然环境

水质标准浓度所需的水资源;白水足迹指水资源在

灌溉运输过程中的损失量。 参考操信春等[24] 的研

究对作物水足迹进行计算,计算公式为

W = Wbl + Wge + Wga + Wwh (1)
其中 Wbl = βE tb / Y　 Wge = βE tg / Y

E tb = max(0,E tc - Pe)　 E tg = min(E tc,Pe)
式中:W 为作物水足迹;Wbl 为作物蓝水足迹;Wge 为

作物绿水足迹;Wga 为作物灰水足迹;Wwh 为作物白

水足迹;β 为单位转换系数,将水深单位转换为单位

面积水量,本文 β 取 10;Y 为作物单位面积产量;
E tb、E tg 分别为蓝水和绿水的蒸发量;E tc 为作物蒸散

量,利用 Penman-Monteith 公式[25]计算;Pe 为有效降

水量, 参 考 美 国 农 业 部 土 壤 保 护 局 的 计 算 方

法[26-27] ,计算公式为

Pe =
P(125 mm - 0. 2P) / 125　 P < 250 mm
125 mm + 0. 1P　 P ≥ 250 mm{

(2)
式中 P 为月降水量,由作物生长期内日降水量累加

得到。
Wga 计算参考王楚钰等[28]对灰水足迹的量化方

法,计算公式为

Wga = [αAppl / (ρmax - ρnat)] / Y (3)
式中:α 为氮肥淋失率,本文取 10%;Appl 为单位面

积化肥施用量;ρmax 为环境可稀释氮元素的最大质

量浓度,根据 GB
 

3838—2017《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基本项目标准限值》,本文取 10 mg / L;ρnat 为氮元素

自然本地质量浓度,本文取 0。
Wwh 计算参考 Cao 等[14] 构建的作物灌溉损失

量计算方法,计算公式为

Wwh = Wbl(1 - λ) / λ (4)
式中 λ 为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四川省水

资源公报》中获得。
2. 2　 LMDI 模型

 

LMDI 模型是经济学中一种评估相关指标潜在

驱动因素的方法,具有完全分解、无残差等特点,目
前被广泛应用于能源和环境领域。 本文遵循 Johan
等[29-30]的分析框架,从技术维度(技术效应、生产效

应和节水效应)、环境维度(水足迹强度效应)、社会

维度(经济效应和人口变化效应)对 2001—2022 年

研究区主要农作物水足迹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

析。 具体分解为

Ws = iertjp (5)
其中 i = Ws / T　 e = T / Ir 　 r = Ir / Wbl

t = Wbl / Gap 　 j = Gap / p
式中:Ws 为所有作物水足迹总和;i 为生产单位粮食

耗水量,表示技术效应,反映农业生产技术;e 为单

位灌溉面积产出的粮食产量,表示生产效应,反映农

业生产力;r 为单位水资源可灌溉的面积,表示节水

效应,反映节水程度;t 为单位农业产值消耗的水资

源,表示水足迹强度效应,反映水资源利用强度;j 为
单位农业人口的收入,表示经济效应,反映农村经济

发展水平;p 为农业人口,表示人口变化效应,反映

农业人口变化情况;T 为作物产量;Ir 为灌溉面积;
Gap 为农业产值。

根据加法分解原则对水足迹进行分解:

ΔWs = Ws,t - Ws,0 = ∑
k

ΔWk (6)

其中 ΔWk = [(Ws,t - Ws,0) /
(lnWs,t - lnWs,0)]ln(kt / k0)

式中:ΔWs 为目标年相对于基准年内所有作物水足

迹总和的变化量;下标 t 和 0 分别表示目标年和基

准年;k 分别取 i、e、r、t、j、p 时 ΔWk 为各类效应对水

足迹变化的实际贡献值。
根据乘法分解原则对水足迹进行分解:

D = Ws,t / Ws,0 = ∏
k
Dk (7)

其中 Dk = exp(QΔWk)
Q = lnD / ΔWs = (lnWs,t - lnWs,0) / (Ws,t - Ws,0)

式中:D 为驱动因素对作物水足迹变化的总贡献率;
k 分别取 i、e、r、t、j、p 时 Dk 为各类效应对水足迹变

化的贡献率。 D>1 表示驱动因素对作物水足迹具有

促进作用,值越大促进作用越强;D<1 表示驱动因素

对作物水足迹具有抑制作用,值越小抑制作用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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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 1　 四川盆地作物水足迹动态演变特征

图 2　 2001—2021 年四川盆地分类作物水足迹年际变化

Fig. 2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classified
 

crop
 

water
 

footprint
 

in
 

the
 

Sichuan
 

Basin
 

from
 

2001
 

to
 

2021

3. 1. 1　 时间演变特征

图
 

2 为 2001—2021 年四川盆地分类作物水足

迹年际变化。 由图 2 可见,2001—2021 年四川盆地

蓝水足迹和白水足迹波动剧烈,但总体上未呈现明

显的增减趋势;相比之下,绿水足迹较为稳定,而灰水

足迹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 四川

盆地蓝水足迹峰值出现在 2011 年,达到 22. 77 亿 m3,
其中水稻占 61. 92%、小麦占 15. 26%、玉米则占

22. 82%。 与此相反,2008 年蓝水足迹降至最低,仅
为 4. 03 亿 m3,不到最大值的 20%。 这种变化主要

受区域降水量影响,降雨丰富的年份作物依赖绿水

足迹更多,而在干旱年份则更多依赖蓝水足迹。 四

川盆地绿水足迹在 2018 年达到 152. 05 亿 m3 的最

大值,水稻、小麦和玉米分别占 53. 32%、6. 06%和

40. 61%。 2006 年的绿水足迹最低,只有最大值的

81. 53%。 四川盆地灰水足迹在 2010 年达到峰值,
为 73. 33 亿 m3,其中水稻的灰水足迹最高,占比

44. 39%。 到 2021 年,灰水足迹相比 2010 年下降了

30. 53%,反映出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农业实践的

转型,灰水足迹逐渐减少。 四川盆地白水足迹的变

化趋势与蓝水足迹相似,随着农田灌溉基础设施的

不断完善以及灌溉效率逐渐提升, 白水足迹在

2011 年后呈现出缓慢降低的趋势。

表 1　 各市作物水足迹 单位:亿 m3

Table
 

1　 Crop
 

water
 

footprint
 

of
 

cities
 

unit:108 m3

城市 蓝水足迹 绿水足迹 灰水足迹 白水足迹 总水足迹

巴中市 0. 75 7. 69 3. 87 0. 99 13. 30
成都市 0. 83 11. 17 5. 54 1. 11 18. 64
达州市 0. 90 12. 93 6. 01 1. 17 21. 01
德阳市 0. 69 7. 98 5. 49 0. 89 15. 05
广安市 0. 69 7. 72 3. 16 0. 91 12. 49
广元市 0. 91 6. 30 3. 21 1. 19 11. 61
乐山市 0. 16 5. 85 2. 59 0. 21 8. 81
泸州市 0. 56 9. 14 3. 03 0. 75 13. 49
眉山市 0. 30 7. 52 4. 02 0. 40 12. 25
绵阳市 1. 02 10. 18 6. 06 1. 33 18. 60
南充市 1. 44 12. 27 6. 63 1. 88 22. 22
内江市 0. 54 6. 91 3. 38 0. 72 11. 55
遂宁市 0. 80 6. 19 4. 05 1. 05 12. 09
宜宾市 0. 67 10. 13 2. 98 0. 90 14. 68
资阳市 0. 70 9. 54 2. 38 0. 95 13. 56
自贡市 0. 36 5. 46 2. 55 0. 48 8. 85

3. 1. 2　 空间分布格局

表 1 为四川盆地各市水足迹。 由表 1 可见,四
川盆地作物水足迹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绿
水足迹和灰水足迹在总水足迹中占比超过 80%,而
蓝水足迹和白水足迹占比较少。 南充市作物水足迹

最高,达到 22. 22 亿 m3,其中绿水足迹占 55. 24%,
灰水 足 迹 占 29. 82%, 蓝 水 和 白 水 足 迹 共 占

14. 94%。 这反映了南充市农业生产的集中度和水

资源的密集使用,特别是其作为四川盆地粮食产量

领先的地区,拥有丰富的水资源。 相比之下,乐山市

的作物水足迹最低,仅有 8. 81 亿 m3,大约是南充市

的 40%。 绿 水 足 迹 最 大 的 是 达 州 市, 达 到

12. 93 亿 m3,该市以水稻和玉米种植为主,水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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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为雨热同期的高耗水作物,是造成绿水足迹高

的主要原因。 自贡市的绿水足迹仅有 5. 46 亿 m3,
却占该市总水足迹的 61. 71%,说明该市农业生产

规模较小,对灌溉需求较低。 蓝水足迹最大的是南

充市,为 1. 44 亿 m3,作为四川盆地重要的粮食生产

区,农业灌溉设施的建设至关重要,需要合理利用蓝

水足迹,提高灌溉效率。 蓝水足迹最小的是乐山市,
该市在地形因素影响下,粮食生产难度大,蓝水足迹

较少。 灰水足迹最大的也是南充市,为 6. 63 亿 m3,
表明该市在农业生产中使用了大量的化肥,造成了

严重的农业非点源污染。 灰水足迹最小的是资阳

市,仅为 2. 38 亿 m3,表明资阳市在农业污染控制上

的成 果 显 著。 白 水 足 迹 最 大 的 是 南 充 市, 为

1. 88 亿 m3,强调了农业灌溉设施的重要性和提高

灌溉效率的必要性。 白水足迹最小的是乐山市,为
0. 21 亿 m3,这主要是由于该地区较小的种植面积

和较低的灌溉需求所导致。

表 2　 2001—2021 年四川盆地作物水足迹变化各驱动因素分解量 单位:亿 m3

Table
 

2　 Decomposition
 

of
 

factors
 

affecting
 

change
 

in
 

crop
 

water
 

footprint
 

in
 

the
 

Sichuan
 

Basin
 

from
 

2001
 

to
 

2021
unit:108 m3

年份 总效应 技术效应 生产效应 节水效应 水足迹强度效应 经济效应 人口变化效应

2001 0 0 0 0 0 0 0
2002 -1. 96 -19. 90 16. 91 -56. 15 39. 11 18. 84 -0. 78
2003 -7. 43 -0. 10 -7. 49 3. 47 4. 07 -5. 24 -2. 14
2004 10. 80 3. 55 7. 25 83. 86 -91. 24 9. 40 -2. 01
2005 -2. 30 -7. 14 5. 52 -9. 79 4. 06 7. 20 -2. 15
2006 30. 83 46. 82 -15. 01 -299. 39 314. 10 -16. 36 0. 66
2007 0. 11 -10. 72 9. 88 78. 67 -88. 29 10. 30 0. 27
2008 -17. 79 -24. 94 6. 67 325. 39 -332. 18 6. 77 0. 49
2009 3. 10 -2. 55 4. 26 -196. 41 192. 14 6. 40 -0. 74
2010 -6. 85 -9. 09 -0. 23 96. 14 -95. 94 4. 53 -2. 26
2011 43. 45 42. 11 -2. 84 -297. 22 300. 02 3. 90 -2. 52
2012 -32. 64 -30. 81 3. 75 144. 58 -146. 76 -2. 47 -0. 91
2013 20. 60 28. 48 -12. 41 -22. 34 33. 83 -3. 09 -3. 87
2014 -26. 53 -24. 04 -7. 03 69. 98 -63. 05 -0. 89 -1. 51
2015 14. 95 10. 60 -0. 80 -48. 62 49. 41 8. 54 -4. 16
2016 -1. 57 -2. 89 -5. 44 79. 47 -74. 04 8. 13 -6. 80
2017 -6. 18 -0. 53 -10. 53 11. 95 -1. 64 1. 00 -6. 43
2018 -1. 97 -8. 71 3. 86 50. 38 -54. 50 13. 55 -6. 56
2019 -18. 05 -19. 60 0. 38 -24. 40 24. 11 5. 66 -4. 21
2020 -17. 34 -15. 36 -3. 99 -149. 61 153. 52 3. 60 -5. 50
2021 18. 83 16. 13 5. 38 157. 36 -162. 74 3. 14 -0. 44

3. 2　 四川盆地作物水足迹变化的驱动因素

3. 2. 1　 全局分析

表 2 为 2001—2021 年四川盆地作物水足迹变

化各驱动因素分解量。 由表 2 可见,技术效应、生产

效应、节水效应和人口变化效应是影响水足迹变化

的抑制因素,而水足迹强度效应和经济效应是促进

因素,其中经济效应和人口变化效应分别为作用效

果最强的促进因素和抑制因素。 2001—2021 年,四

川盆地的作物水足迹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主要由两种驱动因素引起,经济效应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逐渐增强,在增长的经济压力下,为了保障粮

食生产,需要更多的水资源投入,从而在初期推动了

水足迹的增加;而人口变化效应则呈现出先增加后

减少的趋势,由于城市化的加速,农村人口减少,导
致农业用水需求相对降低,从而在后期对作物水足

迹产生了抑制作用。 研究时段内,技术效应整体表

现为抑制作用,多年累积效应为-28. 70 亿 m3,年均

贡献值为-1. 43 亿 m3;随着农业基础设施的不断改

善和灌溉技术的持续进步,作物的用水效率得到了

逐步提高,单位作物的耗水量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

节约了农业水资源。 生产效应整体表现为抑制作

用,但在逐年变化中存在双向驱动的现象。 节水效

应整体表现为抑制作用,累积效应为-2. 69 亿 m3,
年均贡献值为-0. 13 亿 m3。 而水足迹强度效应整

体表现为促进作用,但在逐年变化中也存在双向驱

动现象,累积效应为 4. 02 亿 m3;其促进作用峰值出

现在 2006 年,累积促进效应达到 314. 10 亿 m3,由
于 2006 年单位农业产值耗水量为 0. 08m3 / 元,属于

研究期间最大的单位农业产值耗水量,因此对农业

水足迹产生了显著增加的影响;然而在单位农业产

值耗水量最小的 2008 年, 抑制作用最强, 达到

-332. 18 亿 m3。 经济效应整体表现为促进作用,累
积效应为 82. 90 亿 m3; 其中, 2003 年、 2006 年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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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表现为抑制作用,其余年份均表现为促进作

用。 人口变化效应整体表现为抑制作用,累积效应

为-51. 55 亿 m3;其中, 2006 年、 2007 年和 2008 年

的人口变化效应表现为促进作用,其余年份均表现

为抑制作用。 这主要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城

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从事非农

工作,导致农村人口逐年减少。 农村人口结构的改

变是农业水足迹变化的主要原因。

表 3　 2001—2021 年四川盆地作物水足迹变化各驱动因素贡献率

Table
 

3　 Contribution
 

rates
 

of
 

factors
 

affecting
 

changes
 

in
 

crop
 

water
 

footprint
 

in
 

the
 

Sichuan
 

Basin
 

from
 

2001
 

to
 

2021

年份 总效应 技术效应 生产效应 节水效应 水足迹强度效应 经济效应 人口变化效应

2001 1 1 1 1 1 1 1
2002 0. 990 8 0. 910 3 1. 083 1 0. 767 1 1. 202 9 1. 093 0 0. 996 3
2003 0. 964 8 0. 999 5 0. 964 5 1. 016 9 1. 019 9 0. 975 0 0. 989 7
2004 1. 053 1 1. 017 1 1. 035 3 1. 494 5 0. 645 9 1. 046 1 0. 990 4
2005 0. 989 2 0. 967 1 1. 026 2 0. 955 1 1. 019 3 1. 034 4 0. 989 9
2006 1. 145 5 1. 229 1 0. 936 0 0. 267 3 3. 991 4 0. 930 4 1. 002 9
2007 1. 000 5 0. 956 8 1. 041 5 1. 382 7 0. 695 1 1. 043 4 1. 001 1
2008 0. 926 7 0. 898 8 1. 029 0 4. 021 9 0. 241 5 1. 029 4 1. 002 1
2009 1. 013 8 0. 988 8 1. 019 0 0. 420 3 2. 335 1 1. 028 7 0. 996 7
2010 0. 970 0 0. 960 4 0. 999 0 1. 534 0 0. 652 5 1. 020 4 0. 990 0
2011 1. 196 4 1. 189 8 0. 988 4 0. 293 3 3. 448 7 1. 016 2 0. 989 7
2012 0. 876 7 0. 883 2 1. 015 2 1. 791 2 0. 553 4 0. 990 1 0. 996 3
2013 1. 088 8 1. 124 8 0. 950 1 0. 911 9 1. 149 9 0. 987 3 0. 984 2
2014 0. 895 0 0. 904 4 0. 971 1 1. 339 9 0. 768 3 0. 996 3 0. 993 7
2015 1. 066 1 1. 046 4 0. 996 6 0. 812 0 1. 235 6 1. 037 2 0. 982 4
2016 0. 993 5 0. 988 1 0. 977 6 1. 391 9 0. 734 8 1. 034 4 0. 972 1
2017 0. 974 2 0. 997 8 0. 956 4 1. 051 8 0. 993 1 1. 004 2 0. 973 2
2018 0. 991 6 0. 963 2 1. 016 8 1. 242 1 0. 791 0 1. 060 1 0. 972 2
2019 0. 922 0 0. 915 6 1. 001 7 0. 896 0 1. 114 6 1. 025 8 0. 981 3
2020 0. 918 7 0. 927 7 0. 980 7 0. 481 2 2. 118 1 1. 017 8 0. 973 5
2021 1. 096 1 1. 081 7 1. 026 6 2. 152 4 0. 452 6 1. 015 4 0. 997 9

表 3 为 2001—2021 年四川盆地作物水足迹变

化各驱动因素的贡献率,可以看出多重效应的相对

变化叠加结果呈现一定的波动性。 由表 3 可见,研
究时段内贡献率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1—2015 年,总效应的贡献率为 0. 8 ~ 1. 2,说明

各驱动因素的叠加对总效应起到了双向驱动作用;
第二阶段为 2016—2021 年,总效应的贡献率小于

1,表示各驱动因素的叠加抑制了总效应。 2011 年

的总效应贡献率最大,为 1. 196 4,贡献值达到峰值

(43. 45 亿 m3);但 2012 年总效应贡献率降为最低,
为 0. 876 7,只有生产效应和节水效应起到了促进作

用,而技术效应、水足迹强度效应、经济效应和人口

变化效应都起到了抑制作用。 在 2016 年以后,为贯

彻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四川盆地各市大力发

展节水农业,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土地生产力

不断提高,节水能力加强,农业用水效率从 2016 年

的 0. 54 提升到 2021 年的 0. 56,因此技术效应对农

业水足迹起到了抑制作用;农业人口的持续减少,也

是导致农业水足迹减少的主要因素;只有经济效应

对农业水足迹起到了促进作用,多年累积效应贡献

率达到 1. 449 4。
3. 2. 2　 局部差异分析

表 4 为四川盆地各市作物水足迹变化各驱动因

素分解量。 由表 4 可见,四川盆地各市的技术效应

均为负值,对总效应的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表明

2001—2021 年四川盆地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对
减少作物用水效果明显。 然而,技术效应的抑制作

用也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 巴中市技术效应的抑制

作用最强,贡献值达到-5. 57 亿 m3,成都市技术效

应的抑制作用最小,贡献值仅为-0. 21 亿 m3。 成都

市位于水资源丰富的都江堰灌区,农业生产技术较

为先进,因此通过突破技术瓶颈带来的水资源利用

效率提升较为有限;与成都市相比,农业生产技术较

为落后的巴中市,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减少农业

用水的潜力较大。 与技术效应不同,生产效应、节水

效应和水足迹强度效应均表现为双向驱动作用,均
呈现较强的空间差异特征。 经济效应是四川盆地作

物水足迹增长的主要促进因素。 其中巴中市的贡献

值最大,超过 10 亿 m3,成都市贡献值最小。 与技术

效应相似,人口变化效应也是抑制水足迹增长的重

要因素。 达州市人口变化效应的抑制作用最强,达
到-5. 86 亿 m3,自贡市人口变化效应的抑制作用相

对较低,仅有-1. 54 亿 m3。 说明农业人口的减少将

导致农业用水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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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四川盆地各市作物水足迹变化各驱动因素分解量 单位:亿 m3

Table
 

4　 Decomposition
 

of
 

factors
 

affecting
 

changes
 

in
 

crop
 

water
 

footprint
 

of
 

cities
 

in
 

the
 

Sichuan
 

Basin
unit:108 m3

城市 总效应 技术效应 生产效应 节水效应 水足迹强度效应 经济效应 人口变化效应

巴中市 2. 96 -5. 57
 

4. 68
 

3. 37
 

-7. 90
 

10. 71
 

-2. 33
 

成都市 -7. 61 -0. 21
 

-4. 31
 

0. 82
 

3. 42
 

-1. 68
 

-5. 64
 

达州市 2. 40 -0. 72
 

-3. 10
 

69. 33
 

-66. 21
 

8. 96
 

-5. 86
 

德阳市 1. 51
 

-1. 31
 

2. 10
 

-8. 72
 

6. 54
 

6. 62
 

-3. 73
 

广安市 -0. 16
 

-1. 75
 

-0. 82
 

2. 87
 

-2. 02
 

3. 11
 

-1. 56
 

广元市 3. 15
 

-4. 62
 

5. 94
 

-2. 91
 

-2. 98
 

9. 48
 

-1. 76
 

乐山市 0. 27
 

-1. 18
 

-2. 04
 

-15. 50
 

17. 49
 

3. 48
 

-2. 07
 

泸州市 1. 23
 

-0. 87
 

-4. 30
 

8. 90
 

-4. 74
 

5. 73
 

-3. 49
 

眉山市 -2. 14
 

-0. 96
 

-1. 79
 

-16. 65
 

19. 48
 

1. 94
 

-4. 16
 

绵阳市 2. 34
 

-3. 17
 

3. 55
 

-0. 92
 

-2. 77
 

9. 79
 

-4. 14
 

南充市 1. 71
 

-3. 28
 

2. 51
 

6. 37
 

-8. 88
 

8. 40
 

-3. 41
 

内江市 0. 06
 

-1. 62
 

-2. 59
 

-1. 95
 

4. 50
 

3. 76
 

-2. 03
 

遂宁市 0. 04
 

-3. 15
 

0. 50
 

4. 98
 

-5. 52
 

5. 79
 

-2. 56
 

宜宾市 0. 70
 

-1. 64
 

-7. 98
 

6. 00
 

1. 94
 

5. 63
 

-3. 26
 

资阳市 -4. 44
 

-3. 83
 

1. 20
 

-4. 34
 

3. 12
 

4. 86
 

-5. 44
 

自贡市 0. 06
 

-0. 96
 

-4. 49
 

-1. 30
 

6. 83
 

1. 51
 

-1. 54
 

图 3　 四川盆地作物水足迹驱动因素贡献率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ntribution
 

rates
 

of
 

driving
 

factors
 

for
 

crop
 

water
 

footprint
 

in
 

the
 

Sichuan
 

Basin

　 　 图 3 为四川盆地作物水足迹驱动因素贡献率的

空间分布。 由图 3 可见,技术效应和人口变化效应

平均值均小于 1,是影响作物水足迹的主要抑制因

素。 地形复杂的北部山区,如巴中市,技术效应的抑

制作用最强,贡献率为 0. 627 7,而在四川盆地南缘

及成都平原地区的抑制作用较弱。 说明在地形复杂

的山地地区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来降低作物水足

迹的效果比在平原地区好。 人口变化效应与技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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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空间上的差异特征相反,表现为南部的抑制作

用强于北部。 这一现象可以归因于南部经济发达地

区如资阳市、眉山市和成都市的农业人口逐年减少,
这不仅减少了对水资源的需求,也减少了农业活动

的规模。 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北部低山区,农业人

口变化幅度相对较低,作物种植面积较稳定,因此人

口变化对作物水足迹的影响程度较低。 生产效应、
节水效应和水足迹强度效应具有较强的双向驱动作

用。 其中,生产效应在四川盆地北部表现为促进作

用,而在南部地区多表现为抑制作用。 广元市生产

效应的促进作用最强,贡献率达到 1. 781 8;抑制作

用最强的是宜宾市,贡献率为 0. 367 8。 节水效应在

四川盆地北部和南部地区表现为促进作用,而在以

成都市为中心的中部地区表现为抑制作用。 对于水

足迹强度效应而言,整体呈现出四川盆地北部为抑

制作用,南部为促进作用。 眉山市和乐山市促进作

用较强,抑制作用最强的是达州市,贡献率仅有

0. 040 4。 经济效应对各市作物水足迹的驱动作用

均表现为促进作用,在四川盆地北部地区驱动作用

较强,南部地区驱动作用较弱。
3. 3　 节水建议

综合来看,2001—2021 年四川盆地整体作物水

足迹变化不大,但在空间上差异显著,仍然有部分地

区作物水足迹较大。 为了减少作物水足迹,提升作

物用水效率,提出以下建议:
a.

 

对于绿水足迹较大的地区,需要充分利用有

效降水量,适当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减少高耗水作

物。 对于绿水足迹最大的达州市,可以考虑在农田

周围修建大型蓄水库或蓄水池,收集更多的降雨,提
高绿水足迹的利用率。 对于蓝水足迹和白水足迹较

大的南充市,关键在于提升灌溉效率,减少灌溉过程

中的水资源浪费,应增加对农业水利设施的投资,改
善灌溉基础设施,如修建和优化引水渠道,确保充分

有效地利用河流和其他水体资源,保障作物充分灌

溉。 对于灰水足迹较大的南充市、绵阳市和达州市,
应在保障粮食产量的前提下减少化肥使用,提高施

肥效率。 这不仅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也促进了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使农业生产更加环保和高效。
b.

 

通过 LMDI 模型分解可以看出,经济效应、
人口变化效应和技术效应是影响作物水足迹最强的

因素。 在经济效应方面,四川盆地北部较为显著,特
别是在巴中市和广元市,农业收入水平的提高直接

推动了农业水资源的大量消耗,因此这些区域应该

重视优化作物种植结构,减少高耗水作物种植,转向

更多耗水较少的经济作物种植。 在人口变化效应方

面,农业人口的减少在四川盆地南部,如资阳市和眉

山市,带来了正面的节水效果,但也伴随农村劳动力

短缺和耕地撂荒问题。 对此,建议政府和相关部门采

取措施减缓城乡差异,制定政策引导适度的农业人口

流动,确保农业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在技术效应

方面,四川盆地各地区通过持续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

引进现代灌溉技术,显著提高了作物用水效率。

4　 结　 论

a.
 

2001—2021 年,四川盆地作物水足迹呈现波

动性,先升后降。 蓝水和白水足迹波动显著,与年降

水量及灌溉技术直接关联。 相较之下,绿水和灰水

足迹先增后减,反映出气候变化和农业生产方式的

调整。 四川盆地作物水足迹空间分布呈北高南低态

势。 北部的南充市、德阳市和绵阳市水足迹较高,南
部的乐山市、自贡市和内江市水足迹较低。

b.
 

从全局来看,四川盆地作物水足迹的变化主

要受到 6 种驱动因素的影响。 技术效应、生产效应、
节水效应和人口变化效应表现为抑制作用,这与农

业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升和更高效的水资

源管理有关;而水足迹强度效应和经济效应则表现

为促进因素,反映了随经济发展和农业投入增加导

致的农业用水的增加。
c.

 

从局部来看,各驱动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差

异特征。 技术效应在盆地北部显著,尤其是巴中市,
通过提升农业技术有效抑制了作物水足迹增长;而
在盆地南部和成都平原,技术进步对作物水足迹的

影响较小。 人口变化效应在盆地南部更为显著,快
速城市化导致农业劳动力减少,进而抑制了作物水

足迹增长。 经济效应在盆地北部较强,推动了作物

水足迹增长,而在盆地南部效应减弱。 此外,生产效

应、节水效应和水足迹强度效应均显示出明显的双

向驱动作用,表明地区间差异对水资源管理政策的

制定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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